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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体育融于城市生活

——波士顿体育城市发展历程、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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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是城市现代性的表征，体育融于城市生活实质上是体育与城市共生关系的具体展现。基于文献资料调研、逻辑推理与个案梳理对波士顿体育城市建设进行分析。认为：波士顿体育城市发展历经城市扩张期体育传入与高校传播（1820s～1890s）、产业转型期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1890s～1970s）以及后工业时代体育观念内化与认同（1970s至今）3个阶段。城市社会变迁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资本引入与政企合营、公共空间开发中的市民参与及政府作为以及城市共同体塑造中体育反哺与双向互动构成波士顿体城融合的时代动因。以此为观照，从营造市民体育与商业体育嵌入式发展的都市运动场景、确立政府、市场及社会有机协同的城市体育治理逻辑、推动市民需求与城市特征相契合的公共体育空间建设以及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共同体感知与俱乐部文化认同4个方面提出本土体育城市建设之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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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Sports be Integrated Into City Life

——The Cours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ston Sports City

RU Xiaoyang1,WANG Cheng2,TAN Guangxin3
(1.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3.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Sports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to urban life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cities.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logical reasoning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Boston sports city.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oston sports cit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ports introduction and university dissemination in urban expansion period (1820s ~ 1890s), sports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industrial transition period (1890s ~ 1970s), and intern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ports concept in post-industrial era (1970s-present).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urban social change, capital introduction and government-enterprise joint venture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space development, and sports feedback and two-way interaction in shaping urban community constitute the driving forces of Boston city integration.As a witness, from build public sports and commercial embedded development of urban sports scene, establish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organic coordination of city sports management logic, promoting city residents demand and correspond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space and building community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club culture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four aspects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es in the domestic sport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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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与逻辑入径

随着城市社会来临及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芒福德所述“城市容器”概念逐渐朝区域间经济、文化及公共机构的高度聚合体这一形象存在与发展[1]。在此过程中，全球区域间竞争逐渐由国家转向城市，以体育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一道成为全球城市排行位次与能级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基于经济、文化及政治诸方面因素考量，国家对于城市体育施以政策加码的推动措施。2014年国发[2014]46号文《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各地市纷纷响应号召，就城市体育发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并取得产业经济发展、城市形象传播等系列成效。然而当变革渐趋深入，公共体育空间建设、本土赛事认同构建、体育参与场景营造等体育生活化层面问题显现并一定程度上成为困扰本土体育城市建设发展的病理性症结[2]。对此，有必要通过具有典型案例价值的个案研究来探寻不同城市在体育文化品牌建设、全民体育环境营造及体育产业生成逻辑层面的经验与教训。在进行英、美及德国[3-5]体育城市的梳理分析后，本研究将视角转向单体的城市个案分析，希冀通过具体城市的案例分析与特色比较进一步深化体育城市研究的实践议题。

波士顿（Boston），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全美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五大联盟6支职业体育俱乐部扎根于此且41次拿下联赛冠军；1897年创立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是全球最古老的马拉松，也是世界六大马拉松之一；波士顿超过80%的市民喜欢步行[6]、超过64%的成年人对至少一项体育赛事保持着狂热爱好[7]；媒体Sporting News评选全美最佳体育城市，波士顿四次摘得桂冠，是全美城市中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城市[8]，2020年福布斯杂志评选美国最佳体育城市，波士顿毫无争议地位列榜首[9]。波士顿体育城市建设缘何取得成效，又遵循何种生成逻辑，值得深入分析研究。据此，本文采用纵向历时考察与横向理路梳理的分析框架，考察波士顿体育城市建设的阶段与历程、动因与经验等，进而为当下中国体育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思路与启发。

2 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纵向历时考察与横向理路分析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对城市提供了永恒正确的答案——人们因安全而聚集于城市，人们为了生活更美好而留在城市之中。纵览波士顿城市扩张期、产业转型期到后工业时代与体育的互动，体育的功能与意义经历了由闲暇娱乐到产业经济再到作为生活方式的范式演进。其间，体育与城市的融合互构不仅深刻改变了波士顿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规范与社群网络，还扩散至波士顿环境规划理念与公共空间建设层面，甚至重构了近现代波士顿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向，起到弥合乃至于修复城市弊病的功效。透过体育在波士顿发展的历程表象，体育融于生活不仅包含经济层面的转型与升级、空间层面的集中与扩散，亦囊括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嬗变。一方面，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促成人口高度的异质性，体育成为移民融入波士顿的有效方式并作为外来移民家庭的代际传承得以沿袭；另一方面，高校体育的生成扩散、市民之间的流动传播、商业资本的投资转场及公共空间的概念确立催生波士顿坚实的体育参与基础。不难看出，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缘起、背景与路径无一不与其剧烈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就以波士顿为例分析城市化变革如何影响体育在城市社会的生成。
2.1 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纵向历时考察

2.1.1 城市扩张期体育传入与高校传播阶段（1820s-1890s）
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波士顿城市化进程加速，1870年，其人口相较于1830年增长四倍，土地面积则扩大三倍[10]。城市面积快速扩张与外来人口大量增长的时代背景使城市发展陷入无序与混乱。因此，对自我约束、拼搏精神以及城市秩序的追寻，成为体育在波士顿萌发与流行的根本原因。
纵览波士顿体育的早期传播，高校在人才引进、品格培养、比赛举办与规则改进等方面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1826年，哈佛大学外籍教师查尔斯·福林率先将德国体操引入美国，并在哈佛主导建设全美第一个大学体育馆，同年，波士顿第一座公共体育馆开设，市民参与体操运动之盛况空前；1851年，英格兰人在波士顿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而后该组织在斯普林菲尔德市创办基督教学校（春田学院前身），学校教师J.奈史密斯与毕业生W.G.摩根分别发明了篮球与排球运动；1852年，哈佛应耶鲁邀约在波士顿以北约180公里的温尼珀索基湖开展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校际划船比赛，之后两所学校不时相互邀约比赛，波士顿校园自十八世纪延续百年的因“玩手球、足球、滚球将被罚款”的陈陋校规亦随风而去；1874年，现代美式橄榄球在哈佛对麦基尔大学的比赛中初具雏形，被赋予规则的橄榄球在保证对抗与趣味性的同时危险性大大降低，获得了大量体育爱好者的青睐。由此，哈佛通过体育与美国东北部高校建立起紧密联系，乃至于为后世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创建提供了雏形。在新英格兰地区，当学子毕业走向全美各大城市，体育为他们留下坚毅品格、忍耐精神与团队协作能力等不可磨灭的印痕。由此，体育不再被作为“荒废时间，沉迷享乐”的标志，身体活动伴随着勤奋务实、崇尚自由竞争与适者生存的观念在波士顿盛行。

此后，休闲娱乐需求的弥散使波士顿成为“新式体育”诞生地，被封为美国国球的棒球运动，便是由波士顿地区常玩的跑圈子（rounders）结合板球演变而来；1872年，波士顿通过投票成为全美第一座拨款修建游乐园的城市，至1889年，波士顿已拥有11座游乐场；同年，波士顿修建数座室外体育场，供市民消磨因休息日增加所腾出的空闲时间。此外，体育在高校的传播及社会中体育生活方式的流行使波士顿成为全美体育有组织发展的策源地。1885年，美国体育协会，也就是如今的美国健康、体育、休闲和舞蹈联盟在波士顿召开成立大会；1889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美首届体育大会在波士顿召开，商讨如何使体育与时代发展融合之问题。在此期间，体育被赋予一种客观上的道德含义，即从事体育可以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干净的体育活动”（Clean Sport）亦被提出，用以缓解暴力、赌博等问题对于城市与体育的伤害[11]。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波士顿大致遵循自生型城市体育发展道路，呈现出从上至下，却也扎根于市民生活的城市体育发展态势。
2.1.2 产业转型期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阶段（1890s-1970s）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进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技术创新和高端服务为主的新兴产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崛起，产业转型构筑起波士顿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并造就多样的城市体育发展进路。这一时期，以职业与商业化为特征的城市体育显示出“产业为主，三方合力”的样态。

首先，波士顿体育沿袭自下而上的发展传统，1891年，首次篮球比赛在波士顿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举行，旋即成为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表演项目；1896年，全美首次排球比赛在波士顿附近的霍利约克举行；1897年，波士顿组织起第一届、同样也延续至今的波士顿马拉松。这些新型体育项目在民间的发明与创新结合了美国本土文化，在普及操作层面具有体操等运动形式所不具备的、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得到众多市民拥护参与的体育运动需要得到规范，体育从业人员、体育俱乐部乃至于更富专业性的体育商业联盟渐渐形成并构建起美国特有的“职业体育联盟”制度。

表1：波士顿体育俱乐部的成立时间、主场、成绩及著名事件

Tab.1 Boston Athletic Club's Founding Date, Home Stadium,Achievements and Famous Events
	赛事/球队名称
	时间
	主场/赛址
	成绩/著名事件

	波士顿马拉松
	1897
	由霍普金顿到科普来广场
	历史最悠久马拉松；全美首次允许女性参与；高难度的赛道；跑者平均水平最高的马拉松

	波士顿红袜
	1901
	芬威球场
	9次全美冠军；贝比鲁斯魔咒、不可能的梦想

	波士顿棕熊
	1924
	北岸花园球馆
	6次赢得斯坦利杯；创始六队之一

	波士顿凯尔特人
	1946
	北岸花园球馆
	17次全美冠军；八连冠；黄绿大战(与洛杉矶)

	新英格兰革命
	1995
	吉列体育场
	1次全美冠军、5次亚军；

	波士顿加农炮
	2001
	哈佛体育场
	2次全美冠军

	新英格兰爱国者
	1959
	吉列体育场
	6次全美冠军；2007年全胜赛季；联盟最长连胜纪录

	高校体育
	——
	——
	四所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会员；豆锅锦标赛


其次，1890年有轨电车的普及使波士顿郊区化进程加速[10]。基于此，商业资本纷纷寻求退出城市中心并在郊区开拓新的投资路径。这一时期，将波士顿人的休闲娱乐需求与体育相结合，无疑成为最为明智的选择。从1901至1959年，全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悉数入驻，波士顿成为全美最早拥有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城市之一。这一时期，郊区围绕体育的场馆建设、商圈营造及运营维护等投资与消费成为波士顿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表1）。

最后，体育在波士顿的环境修复与城市转型计划当中同样发挥出独特作用。19世纪末，波士顿成立“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督建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工程，用以修复环境并提供回归自然的栖息与锻炼场所[12]。20世纪50年代，波士顿开始向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转型，重建休闲娱乐设施及鼓励参与休闲娱乐的建议被采纳。绿化城市道路、提倡自行车出行、修葺公共空间等措施帮助波士顿提升了城市活力，吸引了高素质人才留居此地，市民也开始主动参与体育比赛消费、绿色出行及购买体育赛事周边产品等活动。在市场踊跃投资、市民积极参与及政府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波士顿平稳实现了城市的产业转型与再次发展。

2.1.3 后工业时代体育观念内化与认同阶段（1970s至今）
城市社会进化的最高层次即是人类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囊括观念的更新，也包含行为方式的更迭。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以服务业崛起及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将深刻影响市民的行为方式，也会直接改变城市生活的日常[13]。

具体而言，一方面，州际高速公路、汽车、电脑及远程通话技术的日趋成熟使地理位置的临近优势相对削减，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城市中产阶级对故土的依赖程度降低。由此，体育承担起增强城市认同的作用——正如电影《心灵捕手》中主角威尔与桑恩聊到波士顿红袜队便一见如故那样，体育成为故土的代名词，通过参与体育节庆获得对现代城市的认知与认同，彼此的关系亦得到确立。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在观念层面逐渐演变为一种涉及公平、权利乃至于性别的深刻议题。例如，有批评家指出政府应修建更多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并将其免费提供给公众。否则，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瓦解与市民体育参与热情的降低将消解社会公平。此外，1970年之前，波士顿马拉松每年参加人数不过数百人，但女权主义的第二波浪潮成为马拉松发展的利好因素，首位女跑者凯瑟琳·斯威策(Kathrine Switzer)超越了性别偏见，用自己的亲身实践阐述体育通过与经济、教育的连结之外，与城市社会产生互动的全新方式。至1970年，波士顿马拉松参赛人数突破千人，而1996年，波士顿马拉松参赛人数达到38709人，相较于1970年增长32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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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波士顿现有开放空间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Open Spaces in Boston

注：图源于《Imagine Boston 2030》规划中Open Space章节“Existing Open Sapce”[15]
观念的变革渗透到城市规划层面，20世纪60年代基于技术-经济权利的理性主义城市观表现出对人权利的侵害与存在的异化。因此，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修复城市肌理、改善生态环境和塑造人文城市的规划理念被现代城市所普遍推崇，波士顿开始推行“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在摄像头、GIS地理信息系统及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辅助下，波士顿道路网络、交通资源、公共空间得到全方位整合。时至今日，16.7%的波士顿居民步行或骑行上班，与华盛顿并列全美第一[16]；95%的市民步行5分钟可达绿色公共空间，由此，城市与人通过体育而产生联系，波士顿也成为全美最适合步行的城市之一（图1）。
需要注意的是，体育不仅在生活层面影响波士顿的发展，文化层面的体育传统亦持续构建起市民、体育与城市的“共同体感知”。据统计，当2004年波士顿红袜打破贝比鲁斯魔咒，拿下阔别84年的世界大赛冠军后，来自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地区的320万市民走向查尔斯河沿岸参加冠军游行，共同庆祝体育为城市带来的荣耀。而当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Boston Strong”的声援则流传于网络空间，继续奔跑也成为波士顿人民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及热衷的最好方式，由此，波士顿及其市民之间通过体育建立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之特质愈发鲜明。

2.2 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横向理路分析

2.2.1 城市社会变迁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如上所述，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移民数量上升、基础设施完善及文化消费增长，波士顿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其间，城市化进程对于城市生活的改变不仅局限于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也体现在劳动消费、人际交往及精神生活观念嬗变等层面。就体育而言，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为人带来的弊病与福祉同时作用于体育，并使其得以快速发展及逐渐融于城市之中。
一方面，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波士顿移民数量急速膨胀，高度的人口异质性特征致使城市隔离冲突的不断发生，干扰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行，为体育的发展提供心理动力。其间，沃斯(Louis Wirth)在其著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指出，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的人群密集接触，将自发产生理性、自利、保守、专门化但具有包容精神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克劳德.S.费希尔(Claude S. Fischer)则在批判性吸收沃斯的观点后提出，城市发达的规模、高度的异质性为多元文化提供共存可能性的同时，日益频繁的流动与聚合也将生成某些亚文化并使这些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进而扩散到居民生活的日常之中，演变为城市生活的常态[17]。这显然也为体育在城市的流行提供了另一种维度的解释——当移民渐次增加与文化输入持续酝酿，基于体育的同好内聚式地从高校及有闲阶级扩散至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体育这一“亚文化”随着闲暇时间增多与职业联赛扩张逐渐成为一种体面、健康的主流生活方式并融入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化为城市社会普遍提倡的事物并内化于人们的自发行为和价值观念之中。
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带来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公园、小径、河流等城市公共空间在保持生态完整性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私人汽车、地铁等现代工业文明产物使人得以“逃离”拥挤的市中心，引发了城市郊区化现象，开启大型运动场馆在郊外投资的热潮。而19世纪80年代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则改变了市民的消费观念与资本市场的投资理念。以娱乐休闲为代表的文化消费不断增长，倒逼资本市场对体育增加投入，以便生产出更优质的体育产品来供给消费。由此，以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为代表的波士顿体育竞赛表演这一“传统行业”在全美电视直播、视频精彩回放等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再次焕发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在波士顿2016年开展的“Bike Date”计划中，以GIS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结合为代表的技术通过路线规划、网络改善、资源配置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波士顿人“以车为主”的传统，成功推广了绿色健康出行的生活方式。
2.2.2 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资本引入与政企合营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以体育运动为例揭示城市社会观念的嬗变——十九世纪，受传统清教思想的影响，节俭、禁欲仍是城市文化的主流思想，体育等休闲娱乐活动职业与产业化趋向步履维艰。然而，以产业分工为特点的现代经济逐渐崛起，理性思想渗透到波士顿现代体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其中，职业化与专业化倾向使体育成为一种潜在产业。1920年伊始，波士顿陷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从城市撤离或衰退，而新兴产业又后继乏力的困境。受益于此，全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数十年间纷纷进驻波士顿，波士顿体育产业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时至20世纪中期，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资本寻求超额利润与城市空间有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资本逐渐对市民城市生活施加压迫与异化，使人失去日常生活的知觉[17]。然而，对未来的乐观、对科学的崇拜、对效率的信心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人们并不期待城市的颠覆，而是渴求变革的到来[12]。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并不满足于将城市仅仅视为赚取经济利益的场所，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主张“城市文化、人的多样性以及人的多样需求都需要在城市中得到充分发展并体现出各自的特性”。列斐伏尔提出以“游戏的城市”抵牾空间规划与再生产中资本力量的魅影，并主张政府通过对于财政、税收以及土地的绝对支配保障市民生活。此时，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动力由生产转向消费，而人才对于城市环境的需求也不仅仅限于经济环境，而是对城市规划、城市风貌有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基于此，波士顿市政府着力于通过体育塑造城市特征，吸引高级人力及商业资本从而实现城市增长。在此期间，波士顿在城市层面开始与企业广泛合作。例如，波士顿《GoBoston2030》公共交通计划便开展与Blue Cross Blue Shield公司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同开启BlueBikes桩式自行车及自行车专用道路的修建；此外，波士顿通过城市层面的总体规划《Imagine Boston 2030》后与当地公司合作启动一系列诸如公共绿地改造计划、提倡步行及自行车出行及为下一代修建滨海公园等措施，为市民构建出包括波士顿“翡翠项链”公园绿道系统及郊区户外体育游乐设施的城市体育场景圈层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波士顿完成由全美最不适合到最适合骑行城市的蜕变，而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体系之完备亦可使95%的市民步行五分钟到达绿化公园进行跑步、娱乐等活动[15]。

2.2.3 公共空间开发中的市民参与及政府作为
公共绿色空间的修建与完善是波士顿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利用与多样开发的核心，亦是其市民体育综合发展策略的重要表现。需要注意的是，其规划与实施不仅依赖政府政策保障，亦在于市民参与并推动相关法律制定。例如，十九世纪末，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善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波士顿市民开始热衷于讨论系统性建设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于是1892年5月，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理事会”成立，州政府责成该机构“考虑在波士顿及其周边城镇设立大量为公众使用的开放空间(Open-Space)的合理性”。随后，波士顿市政厅邀请纽约中央公园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朗(Frederick Olmsted)操刀设计及整体规划，州政府负责为之提供资金，都市公园委员会则负责该工程实施，历经数十年最终形成以绿地步道及滨海公园为核心的波士顿公园系统[12]。

表2：《Imagine Boston 2030》规划方案中的体育措施

Tab.2 Sport Program in the《Imagine Boston 2030》Planning Scheme

	层面
	愿景与目标
	参与部门
	资金来源

	公共空间
	居民5分钟可达公共空间；修复、改善体育设施、将森林体系连接至海岸、修建滨海公园、改善无障碍设施帮助残疾人出行、利用公共空间创造儿童友好环境；修建冬季户外运动设施
	规划与发展局；街区、水利委员会
	市、州及联邦财政支持；其他

	交通
	修建城市步道，鼓励步行；增加骑行车道里程鼓励骑行通勤；增设共享自行车站点与投放数量；对经济困难者给予骑行补贴
	街区；规划与发展局；市长办公室
	市、联邦财政;City Operating;其他

	健康
	通过营造运动场景改善城市运动环境，提高居民参与运动的几率；功能混合、高效紧凑的利用土地，增加步行性；
	规划与发展局；住房管理局
	——


注：根据《Imagine Boston 2030》中Open Space,Transportaion,及Health章节附录整理而来
此外，在整饬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所兴起的高速公路建设与清除贫民窟、“造城”与“拆城”并行的城市更新计划后，拒斥千城一面，提倡城市复杂性与注重日常生活的城市设计理念得到重视，可达性、或者说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成为波士顿城市设计的主流思想，北美城市亦开始践行由“为车服务”到“以人为主”的转变。其间，市民参与、发展控制等新手段得到运用，温和、渐进式的指导思想体现在了2015年波士顿市政厅制定的Imagine Boston 2030计划中。这份15000余市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公共空间的章节指出，未来要使波士顿全体市民步行5分钟便可到达绿化公园进行跑步、娱乐等活动[15]。而在其他方面，为下一代打造滨海公园以支持休闲娱乐活动；推广自行车运动以减少污染、改善气候；混合使用土地以丰富市民步行体验等措施在Imagine Boston 2030总体规划中被纷纷采纳，以期得到有效的贯彻与落实（表2）。
2.2.4 城市共同体塑造中体育反哺与双向互动

至1959年英格兰爱国者落地波士顿后，波士顿成为全美第三座同时拥有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的城市。其后凯尔特人八连冠，红袜的逆转壮举、爱国者的拦截逆转与波澜壮阔的超级碗加时赛纷纷上演，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渐渐成为波士顿的城市象征，其社会影响持续扩大。而当波士顿马拉松走过百年历史，并在2013年遭遇恐怖袭击后，“Boston Strong”的口号则通过网络从爆炸现场传遍整个互联网世界，成为近年来象征波士顿城市马拉松的标志性口号。

表3：波士顿赛事及体育俱乐部融入城市社会的具体举措

Tab.3 Th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Boston events and sports club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球队名称
	公益事业参与举措

	波士顿凯尔特人
	成立三叶草基金会；投资240万美元帮助儿童接受教育、修建图书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翻新社区；为军人提供免费观赛门票；为儿童提供走上球场的机会

	波士顿红袜
	成立红袜基金会；提倡通过体育进行跨文化、种族交流；奖励献血者；邀请社区团体参观芬威球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为残疾人提供经济援助；宣传滥用药物危害

	新英格兰爱国者
	成立基金会、定期召开主题会议募集慈善资金；新冠疫情中捐助口罩等医疗物资；为新冠疫情医护工作者提供免费观赛机会；反种族主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衣物及食物

	波士顿棕熊
	成立非盈利组织；在球迷群体中发起慈善捐款用于改善英格兰地区儿童及贫困家庭生活水平；针对特定行业的“主题之夜”；为社区提供体育运动及健康生活帮助

	波士顿马拉松
	成立慈善计划，会员包括棕熊基金会、爱国者、三叶草基金会等；通过志愿者计划建立比赛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邀请学生参与马拉松等（至今已有35000参与者受益）


注：数据源于上述俱乐部、赛事官网整理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对波士顿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体育赛事的心理认同并非仅仅来源于观赛体验或参与感知，而是与俱乐部和赛事常年不断、坚持不懈的参与城市当地公益事业密不可分（表3）。换言之，正是俱乐部和赛事的这种有意识的反馈和回顾，强化了市民对体育认同，进而逐步塑造了基于城市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意识。由此，波士顿市民与当地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建立起“共同体”概念，使得球队成绩即便蛰伏近百年却依然拥有大批拥趸。

需要强调的是，职业体育在商业资本力量介入并得到长足发展之后，起到了重塑波士顿市民体育观念的作用。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了体面、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提倡的事物并内化于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念之中。由此，波士顿市民掀起参与体育运动的浪潮，波士顿马拉松在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发展、1965年首次举行并延续至今的查尔斯河帆船赛、BeanPot锦标赛等校际对抗赛事在波士顿地区的火热都间接得益于此。

3 何以可为：波士顿体城融合的镜鉴启示

城市不是自在之物、凭空产生，而是人、事、物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生活实质上指向城市社会中异质性群体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及政治生活的连结与总和，而城市化这一过程亦不仅指向人的客观存在被纳入其经济、文化系统的简单操作，更是一系列关于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特质被逐渐强化的过程。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体育通过城市生活方式更新向下渗透着居民的行为习惯与思想观念，进而由下至上重塑了波士顿的空间地理、产业结构。观照本土现实，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市场经济、产业发展和商业化原则的普及使得基于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社会正在中国本土逐步发育。换言之，随着中国城市社会愈发开放、公平、团结及恪守契约，城市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与市民生活亦会得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孕育和发展，而体育这种凝聚“Sportsmanship、Fair play 以及 Teamwork（费孝通语）”价值内核的全新普世型文化，必将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广泛传播与整合。尽管中美城市的演变历史、文化传统、体育生态虽有所不同，但波士顿体育与城市融合的历程、经验乃至于教训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层面对本土体育城市发展带来启示。

3.1 营造市民体育与商业体育嵌入式发展的都市运动场景
实践证明，体育场馆、都市娱乐休闲设施和各种市民体育组织的不同组合会形成富有体育特色的“都市场景”，而都市体育场景又毫无疑问蕴含着特定的、带有城市体育色彩的文化价值取向（图2）[18]。从微观层面考量，将市民体育与商业体育相结合进行都市运动场景的打造，能够通过“文化资本”内生城市体育的更新与激活；就宏观层面审视，以市民体育及商业体育为核心的文化场景一方面可缓解城市化进程“后劲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亦可为中国后工业城市特色培育与气质生成提供全新路径。据此，本研究将体育场景概念发展为一般性社区生活体育场景、过渡性休闲娱乐体育场景与特殊性职业消费体育场景，以期助力市民体育与商业体育的嵌入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参考波士顿城市体育的融合历程，如何将数字化、智能化及智慧化理念运用于城市体育场景之中，值得权衡利弊，深入思考。

[image: image2.png]wHRHS [ga \ HEHR [
mRER

el
Wi £R <1§i71





图2：场景理论促进城市文化消费与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

Fig.2 The specific route of scene theory promoting urba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降低人口空间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规划社区专属高品质体育空间，以网络直播、线上教学等模式推动体育与周围区域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体运作，联动发展的体育活动场景。应用5G通信技术、大数据及互联网+积极探索体育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创及健康消费等场景的融合应用，以此构建生活、休闲、娱乐及社交等智慧化场景体系，推进线上与线下服务深度融合，提升消费者体验，进而吸引高素质人才留居[19]。
第二，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规划整合现有体育设施的协调程度，可以从时间、空间层面增加现有供给并提供不同于以往的体育体验。例如，将生态区、公园、水域通过新建步道串联的方式打造以公园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级休闲场景体系，通过构建5、10分钟步行运动圈的方式提升市民参与运动的便利程度，进而激发市民参与体育的热情；而在整个城市范围内亦可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形成以郊区为核心的体育旅游节点，实现体育、旅游与休闲的深度结合，进而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体育需求、家庭生活需求与城市生活需求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主管单位与财政部门应打破壁垒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修订本土职业体育俱乐部与体育赛事引进的资助配套措施。例如，增加对于不同项目低、中及高级别本土体育赛事的附加条款、奖励条款、激励条款；采取税收优惠、资金扶持、提供场馆所需土地等措施激励以城市命名的职业俱乐部，通过此举聚焦职业体育发展、扶持体育俱乐部生存，进而形成以观赛体验为特征的职业体育消费场景，吸引体育爱好人群进行文化消费，间接提升城市生活的舒适性与美誉度。

3.2 确立政府、市场及社会有机协同的城市体育治理逻辑
纵览波士顿体育城市发展历程，政府规划、市场投资与社会参与任意一方的“绝对支配”都会导致市民生活“被排斥于城市中心与城市运行之外”。由此观之，如何汲取域外经验并根据城市化进程、社区制转轨等中国城市体育特定的时空条件与历史进程生成符合市民需求的城市体育治理逻辑，成为实现本土体育城市融合发展必须反思的重要议题。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要理念先行，推进本土城市在体育治理思想层面的转变，优化职能，提倡共治、共建、共享的城市体育治理理念，发挥体育及相关行政部门在保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各类体育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作用[20]。而在社会参与及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中，推进各级运动项目协会的“脱钩”和“实体化”，减少不必要监管与直接干预，从而整合、释放各方能量形成合力，取得城市体育在产业经济发展、体育文化培育、城市品牌塑造等层面的成效。二要维系以体育产业政策规划为主要调控手段的体育产业宏观管理机制，让市场在法律界限之下拥有更多主动性、流动性。在此基础上，使市场在运动健身自发化与休闲化背景下对老、中、青、幼等差异人群做出细分；对室内场馆与户外体育不同习惯人群归类；对常规运动及极限体育等具体爱好分流。三要结合疫情现实、政策导向与本土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疫情之下体育行业面临巨大危机，然而“双简”与“限游”政策出台使城市体育持有“危”中寻“机”的潜在可能；另一方面，体育参与主体由单位到社区的转轨赋予体育基层组织自主支配资金并开展各项社区赛事活动的权限。因此，应以“有为政府”之力量引导、调节、整合市场供给并在此过程中多元化公共体育资源配置[21]。而在满足个人对于观赛体验、体育场景与体育消费等多元需求的同时，政府亦应兜底城市范围内社区、学校与家庭对于休闲娱乐、体育教育以及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从而保障本土城市对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成分，防止市场失效、政府失位、社会失灵的状况发生。

3.3 推动市民需求与城市特征相契合的公共体育空间建设
“城市空间的体育化”使得非正式的户外体育锻炼正成为现代市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这种理念恰好与简·雅各布斯（Jacobs.Jane）所倡导的城市规划中将人行步道、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活力的象征相契合[22-23]。因此，回归本土城市体育中“广场舞”、“暴走族”及“夜跑者”等现象的异军突起，不难看出城市市民对公共场所及体育空间需求“行先于言”的色彩。具体到本土实践，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土地在各大都市均成为稀缺资源难以获得，而将其广泛用于体育设施建设的措施则难以为续[24]。
就体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多元开发而言，应根据群体需求与本土禀赋进行规划。一方面，针对一般性的身体活动需求，充分利用“蓝绿空间”等现有资源，在森林植被覆盖较多的城市，不仅要将城市森林作为景观，更要将其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属性通过建立步行小径、设立完整路标、构建步行路网等方式挖掘出来；而在滨水的城市中，则应充分利用河流，海洋等资源开发游泳、赛艇、划船及冲浪等各色运动资源，以普适的自然资源缓解体育空间的一般性需求。另一方面，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商业化运营可以针对体育运动的特殊性需求进行开发以求推陈出新。例如近年来，深圳核心商业区中的“露天球场”“地下场馆”、哈尔滨郊区山地滑雪、成都地区户外越野及山地攀登等因时、因地制宜的资源布局均已渐次形成产业链条，并承担起满足高阶体育需求的功能。

在体育资源开发中的城市决策层面，市民代表与专业人士参与理应作为公共绿色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参与从构思到论证至决策的全过程[24]。其原因在于，市民代表能够发出底层声音，使得公共绿色空间体育资源的规划成为城市各阶层所共有的场所，而非雅各布斯所提及“城市中大人物的规划魔法对市民生活的推搡与征服”。与之相对应，专业人士的参与则能够在整个过程中对城市自然资源与人造环境进行优化整合，从而最大程度上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总而言之，通过市民代表与专业人士参与相结合的城市空间体育资源多元开发，其有效规划与审慎设计不仅能够将城市绿色空间的体育属性发挥到极致，可预见的是，其集体意志也将显示出城市以人为本的内在核心与价值属性。

3.4 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共同体感知与俱乐部文化认同

在美国，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跨国人口流入导致城市异质性生发，基于个体差异的社会秩序尽管通过复杂劳动分工使人群聚合并进而产生新的多样性与文明样态。但回归于现实却如涂尔干所言，“物理距离的拉近反而促使社会距离的远离，人们尽管拥挤却更容易在大城市的声色犬马中迷失，隔离、冷漠”[10]。回顾我国城市化进程，户口、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往往能够得到及时关注，但早期对于社会融入及城市认同的无意忽略则使普通民众对城市社会产生隔绝疏离之感。在此背景下，体育与城市融合意味着发挥体育“纽带”与“焊接剂”的功能。

基于此，政府、市场及社会应三方合力、跨界整合，完善体育基础设施体系并扶持民间体育组织如体育公益组织、企业球队、社区体育社团及高校体育俱乐部等，使其将社会资源与市民需求整合。一方面，通过场地供给、社区赛事等形式为身处不同阶层的市民提供平等参与体育的条件并进行社会互动，进而使城市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开放进取、平等互助的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社会隔离与心理疏离。另一方面，引导、激励体育俱乐部、体育志愿服务组织等社群构建起城市与个人相连接的社会连结形式，通过慈善赛事、社区帮扶、学校授课等形式使市民在参与中获得一种有效参与城市生活的体验感，进而型塑共同体感知。最后，认同作为一种感性认知，通过竞技体育特有的“敌我”二元对立能够得到天然的激发。因此，通过发展具有城市印记的职业联赛或与城市特质相符合的标志性赛事，无疑能够构建起城市居民对球队或赛事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印记，从而使民众将对于运动项目的热爱直接转嫁至对城市的认同当中。对此，国内部分城市已开始尝试、试点，深圳及成都等近年来人口净流入较多之城市相继出台政策，凡是冠名城市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将按照项目类别、赛事等级、赛事规模、赛事影响力等指标划分，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补贴。

需要注意的是，体育文化与城市认同之塑造绝非行政规划干预数载便可得来，而是通过数十年的扎根形成城市与赛事或俱乐部的紧密联系后方显成效[25]。由是观之，城市在体育赛事引进时需格外注意城市特质与项目文化的契合问题，从而使市民通过参与经典赛事的方式培育与嵌入，渐进的生成身份归属与情感认同。

4 结语
就全球体育城市版图布局来看，不同国家和国情背景下体育城市发展呈现出相异的实践样态，其建构路径和动力基础虽存在差异性，但亦有相似处。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共有语言，不仅是促进市民身心健康、消解区域社会矛盾、弥合心理文化隔阂的有效手段，也是型塑城市特色类型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动力因。波士顿基于城市体育传统及文化消费转向所开启的体育城市建设融入城市发展轨迹，从而完成社会经济转型、消费场景营建及城市共同体感知塑造的过程，为体育城市发展奠定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实践进路。当下的中国体育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在特色赛事引进承办、培育市民体育消费习惯以及政策落地市政部门强势推动等方面，本土城市无疑面临大好机遇。在此基础上，认真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城市体育融于生活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得失，并籍此汲取有效经验，反思差异利弊，相信本土体育城市建设和发展会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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